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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

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哲学大智慧*

陈 学 明

［摘 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离不开高超的哲学智慧，尤其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智慧。当前哲学研究者面临的重要任务是: 首先要 “安置”好能动性，即正确处理
好能动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在尊重 “变”背后的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
观能动性; 其次要“安置”好斗争性，即在同一性的时代总基调下兼顾斗争性，并寻找
最为科学和精准的斗争方式; 再次要 “安置”好总体性，即把当下各种正在发生变化的
具体事件放到辽阔的世界大视野中去考量，借助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原则，深刻地认识和把

握当今世界所出现的变化态势，构建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图景; 最后要 “安置”好
组织性，即在注重激发民众自发性所隐含的巨大能量的同时，更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

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已经形成且行之有效的、建立在组织性基础上的社会整
合机制，使之成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各种挑战的巨大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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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俨然已成为当务之急。为了准确判断这一 “大变局”的未
来走向，无疑需要谋划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的形成离不开高超的哲学智慧，尤
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我们必须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 “看家本领”。但与此同时我们
必须承认，当今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还存在着许多模糊认识，如果我们对

于如何有效破解这些理论难题还未形成积极共识，那就会极大制约我们全面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丰富内涵和演进趋势，阻碍我们制定出应对这一 “大变局”的正确战略和策略。习近平
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要求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运

用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来指导和解答在现实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现在正是学习和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最好时机，我们一定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澄清一系列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理论难题，以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文尝试列举当前亟需理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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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难题，并在此基础上着重论述为什么只有破解了这些难题，才能正确把握和应对当今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各种挑战。

一 如何 “安置”能动性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出，马克思一生有两个伟大的发现，第一个发现即唯物史观，

它揭示出人类社会也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其意义不亚于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

展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任何社会都存
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它们决定了社会的发展进程，即生
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两对基本矛盾最重要的属性就是客观性、必然性、规律性，归根结
底就是对人的主体存在样态的制约性: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
神生活的过程。”① 人类虽然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但也总要受到这种客观存在的制约，

人类的能动性实践也只能在服从和遵循这种制约性的前提下进行。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
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②，“社会的迫切需要将会而且一定会得到满足，社
会必然性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进行下去，迟早总会使立法适应这些变化的要求”③。

马克思的第二个发现即剩余价值理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客观性、必然性、规律性
内容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形态。被恩格斯评价为 “划时代的功绩”的 《资本论》的 “最终目
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
段”④，书中的出色论证也确实使得 “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 ‘资本主义生产本
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⑤。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在把握住资本主义
的客观运动规律之后，也就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武器和武器批判，即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升为

了科学，将之建立在了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之上: “这些措施在共产主义者那里是有意义的、明智
的，因为它们不是随意提出的措施，而是从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中，以及由此决定
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中必然产生的结果。”⑥

进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推进的过程，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

济学基本原理，贯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的过
程。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中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 “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又注重调整和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
筑，这都是建立在尊重客观历史规律的基础之上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党作
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

悟。”⑦ 这里的“把握”“总结”“洞察”“体悟”等一系列动词，都强调了客观条件的先在性。换
言之，我们党始终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事”当中去“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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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在实践领域做到了尊重客观性、坚持客观规律，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还没有对此作出新的总结，仍没有形成新的话语体系，新的研究成果更是乏善可陈。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时代风潮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 “主体”维度和 “实践”品
质的高扬，产生了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学术理解的新范式。这些理论探索本身是
无可厚非的，但在具体阐释这种高扬主体性的理论话语的过程中，有些论者为了把人的主观能动性

释放出来，有意无意地试图将人的能动性安置到一个至高的地位，将客观性的维度和决定论的范式

简单看成是对人的羁绊乃至禁锢，甚至把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简单看成是旧哲学，

无视了这一理论话语体系同百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的真正内嵌特质。

实际上，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乃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于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理解一直

存在着争议，一直没有真正得以澄清，更遑论取得相对一致的认识。这些问题包括: ( 1) 究竟应
该如何理解人? 如何理解人这一主体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特别是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性?

( 2) 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一种唯物主义哲学?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唯物主义? 怎样理解这种唯物
主义所蕴含的“注重客观规律”与“注重主体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 ( 3) 马克思本身的思想发
展过程究竟是不是一种从 “注重意识的能动作用”逐步转变为 “注重客观的规律性”的过程?
( 4)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究竟是否存在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科学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
和只崇尚客观规律性的宿命论倾向，从而才导致革命屡遭失败的情况?

这些问题从 19 世纪末以来就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重要争议话题，在第二国际、第
三国际、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不同论者群体那里形成了不同阐释路向。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哲学争
论从理论渊源和内在逻辑上来说，仍然是对这一争论的延续和发展。我们带着这些处于模糊状态的
问题迈进了 21 世纪，当今又面对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贯穿这些问题的核心难题始终是: 在尊重
客观性的前提下，如何“安置”人的能动性? 这就是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需要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智慧，最首要的就是要辨明，它究竟是一种强调探索、发现、遵循、利用客观规律的哲学
智慧，还是一种注重调动和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哲学智慧?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关键在 “变”字上。面对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
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

律性认识”②。当今世界存在着诸多风险、危机以及不确定性，但所有这些变化都不是偶然发生的，

其背后都有客观必然性在发挥着作用。例如，西方力量的衰退、非西方力量的兴起，就是客观历史
规律运行和发展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正确认识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就要善于捕
捉在变幻着的种种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真正揭示历史的真相。

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立场，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所谓站在历史正
确的一边，就是与历史真相站在一起，与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站在一起。历史的真相既不以任何
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为某种意识形态涂抹而被篡改。因此，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至关
重要的，任何逆规律而行的尝试都将会在实践中陷入困境，甚至会被历史规律无情淘汰。

这里的关键点在于，我们强调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并不等于我们就要无所作为地

选择和走向“宿命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在尊重 “变”背后的历史客观性的基础

7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哲学大智慧

①

②

参见陈学明主编: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第 1 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人民日报》

2017 年 9 月 30 日，第 1 版。



上，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我们不能消极、被动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而是要积极主动地
发挥中国人民的创造性。既要有坚韧的定力，又要有大无畏的精神，引导世界更好、更快地朝向正
确的方向变革。这其中隐含着“安置”好能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智慧。

二 如何 “安置”斗争性

与对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相互间关系的阐释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完整论述了自己的矛

盾学说，其基本内容是十分明确的，即: 任何矛盾都有同一性与斗争性两个方面，两方面相互联结

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矛盾体; 在矛盾的这两个方面中，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则是绝对的，同一

性寓于斗争性之中; 所有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对立面之间的同一和斗争，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对

立面之间的斗争。列宁对此表述得非常清楚: “对立面的统一 ( 一致、同一、均势) 是有条件的、

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①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这一观点更是作出了极为详尽的阐释。

中国道路在实践上极大丰富了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的矛盾学说。对“内”而言，中国道路承认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之间存在矛盾甚至冲突，但并
不是机械地理解“斗争性”的作用，不是运用暴风骤雨式的激烈斗争来解决冲突，而是积极地予
以整合和调节，即通过促进各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在法治的基

本框架下，实现各群体利益诉求的有序竞争、有效协调。对 “外”而言，对于作为 “对立面”的
资本主义，中国道路也不是简单地固守 “对抗思维”，而是用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看待它，在发展进
程中提倡并力行“共享”“共赢”的基本理念。中国道路的这些具体实践，既是执政理念上的创新
和升华，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之间关系的理解上的重大发展。

问题在于，尽管我们在实践领域突出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还没有在理论上真正澄清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之间的关系，没有真正说清楚在推进事物

发展的过程中同一性与斗争性各自起着怎样的作用，没有在充分肯定同一性作用的前提下对如何

“安置”斗争性的问题作出富有说服力的理论论证。当我们试图突出同一性作用的时候，总是会自
觉或不自觉地通过与斗争性相比较来加以说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同一性在矛盾运动中
的作用在于“它把矛盾双方联结起来，使事物处于稳定状态，提供矛盾双方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条
件”②。我们平时所说的“辩证法具有 ‘保守’的成分”，指的正是同一性所具有的这种维持稳定
和共同发展的属性和作用。然而，辩证法除了具有 “保守”的成分之外，更具有革命性，辩证法
“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③。我们要坚持辩证法，显然不能无视辩证法的革命性本
质。斗争性所具有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正在于它体现了辩证法的 “革命性”，因为正是斗争推
动了矛盾双方力量的变化，也只有通过斗争才能突破特定事物存在的限度。

更重要的是，通过仔细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道路

在充分展现同一性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斗争性的作用。例如，在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上，一方面我们更多地是从同一性的角度看待对方，即不再简单地把资本主义视为 “天敌”，而是
用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看待资本主义，并认识到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仍需要在和平与发展的环境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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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长期共处，仍需要积极吸收后者的有益文明成果以发展自身。但另一方面，我们始终没有
忽视和忘记与这个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性。也就是说，我们在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的同
时，并没有忽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与斗争。正是因为我们始终清醒地坚守着 “与资
本主义存在斗争性”这一“底线”，所以在面对资本主义世界时，既倡导合作性，又看清博弈性;

既看到积极交往的必要性，又时时保持着对资本主义的警惕和批判。总之，我们要时刻保持定力，

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拒斥“全盘西化”，坚决防止犯“颠覆性”的错误。可以说，中国道路的最
可贵之处就是，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并没有失去自我。

当前，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如何正确地处理好同一性与斗争性之间的关系，这一问

题更加突出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尽管我们面前的世界千变万化、矛盾迭出，但世界走向 “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趋势不会改变，和平发展、公平正义仍是历史潮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继续
高举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用同一性的哲学思维来指导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然，不可否认，

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历史潮流之中确实还隐藏、裹挟着 “暗礁”“漩涡”和 “回头浪”。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①中，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在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事业蓝图时，对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作出了系统言说，

其中第一个“伟大”就是“进行伟大斗争”，这为我们在重视同一性作用的同时 “安置”好斗争
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2017 年 12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
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 “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
力，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②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现实问题，仅仅依靠同一性思维是断然行不通

的，更重要的是得拿起斗争的武器。例如，民粹主义、单边主义抬头是当今 “大变局”中的一个
突出表现，它们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了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就
此而言，由于我们处在当今世界合作交往、命运与共的同一性情境之中，所以这些深层次矛盾和问
题及其外部表现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问题，而且还深刻影响着世界、影响着中国。因
此，它们同样属于涉及触碰中国发展方向、立场和原则的大问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
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③。进而言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实际
上是与同一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我们要 “提倡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开展你追我赶、共同
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④。这是在同一性的时代总基调下 “安
置”斗争性的最为科学和精准的方式。

三 如何 “安置”总体性

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思想路线，这确保中国在发展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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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 ，《人民日报》2017 年 12 月 2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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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

辞》 ( 2021 年 1 月 25 日) ，《人民日报》2021 年 1 月 26 日，第 2 版。



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在具体工作和具体领域当中，也有一些人存在着片面化理解实事求
是、从实际出发的倾向。其第一种表现，是把 “实际”简单等同于 “眼前”，从而忽视了长远目
标。换言之，他们没有把当下所从事的活动置入历史的总体进程之中，也没有树立与历史的总体方
向紧密联系的意识。有些人甚至 “现实”到完全丢弃了理想和目标，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我们当下只能做与 “初级阶段”相符的事情，从而背离了马克思所指引的无产阶级
和整个人类的最终奋斗目标，割断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
片面化倾向的第二个表现，是有些人孤立地看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没有把每一个实际接触到的

“点”放到社会的整个“面”上去分析，也未把孤立的事件理解为社会的特定环节。这样，他们便
不可能透过其所掌握的每一种情况、每一个统计数字来寻求和辨析事物的真实面目。

这种片面性的理论根源可以归结为缺乏总体性视野，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部分与整体关

系视野的深入研究和阐发，以崇尚实际、尊重事实为借口贬低甚至抹杀了总体性的作用，或者说，

未能“安置”好总体性。这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 “尊重事实”。一些人正是在 “尊重事
实”的口号下，竭力排斥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整体的方法论。认识现实应当从事实出发，这是毋
庸置疑的。可问题在于，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所质疑的，我们应该在什么情况下、采
用什么方法来判断哪些情形才是与认识有关的事实呢? “纯事实”是不存在的，一些人所说的 “纯
事实”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事物的 “表象”而已。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些所谓的 “纯事实”前进到
真正意义上的“事实”，即前进到“现实”，其关键是必须充分考虑到事实的整体性。在方法论意
义上，“总体”相对于各个环节而言具有优越性。只有把 “事实”放到 “总体”之中加以把握，

即放到历史的长河和社会的系统中加以把握，才能充分认识“事实”的本来面目及其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明确地提出，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只要浏览一
下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就可知道，卢卡奇的这一判断是有根据的。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经
济关系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把它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都置入这个有机整体中加以考
察。正是由于马克思始终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环节放在关联整体中进行理解，所以他才会将
《资本论》视为“一个艺术的整体”①。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更是从哲学世
界观的高度指出: “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② 尽管马
克思很少直接用“总体性”这样的术语，但是显然他的许多论述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我们完全可以说，总体性原则实际地贯穿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之中。

卢卡奇不仅强调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而且进一步提出总体性原则是无产阶级的阶

级意识的主要内容。尽管卢卡奇是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他面对 20 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
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情境，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极为重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历史发展

中的决定作用。当然，卢卡奇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主要内容就是把握总体性，亦即 “保
持对总体性的渴望”。要读懂卢卡奇，我们不仅要把握他何以将 “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论证”变
成了“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至关重要的论证”，更要知晓他又何以将 “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的至关重要的论证”变成了“对无产阶级掌握总体性原则是决定一切的论证”。在卢卡奇那里，无
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分水岭就是能否持有总体性观念。可见，

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阐释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存在巨大差异。我们既要看到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

01 《哲学动态》2021 年第 5 期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 231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 25 页。



的发展和对无产阶级革命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也要客观看待其阶级意识理论的局限性。仅就其总体
性原则而言，他带给我们的思想启发是不言而喻的，并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的精神

实质。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安置”好总体性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这一“大变局”呈现于我们
面前的是无数个正在变化着的因子，其中除了主要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之外，还有技术的变化、人
口的变化、全球治理体系的变化，等等。所有这些变化因子，都是从属于整个世界格局的。也就是
说，它们只代表整个世界变化大趋势中的某种倾向，是构成总的合力中的一股分力。在这种情况
下，离开了对变化着的大趋势的总体把握，就无从认识这些变化因子。这就需要我们秉持总体性思
维，把当下正在变化的形形色色的具体事件放到宽广的世界大视野中去考量。

习近平总书记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深刻地指出， “面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形
势……我们必须登高望远，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①。我们看到，无论是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援引古语 “不畏浮云遮望眼”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所作的文学化表
述，还是他直接采用理论话语指出的 “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促进国际安全和世界和
平，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②，都体现的是世界的、历史的大视野，都是对马
克思主义总体性原则的深化，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的中国化表达。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同样也是深化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原则的结果。纵观当今世界，任何
国家的生产力体系都是世界经济秩序的一部分，离开了全球资源配置，离开了对全球市场的利用，

都无法良性运行和发展。同时，气候变化、环境治理、反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也呼吁人类
建立新的国际关系和全球秩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努力推
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
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
体。”③ 当前，仍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治理风险日益上升。这再一次深刻启示我们:

全球化的生产和交往正把地球变成 “地球村”，各国利益的高度交融使不同国家正成为共同利益链
条上的一环。我们要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去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是
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原则的具体化和现实化。我们只有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原则，才能深刻地
认识和把握当今世界所出现的变化态势，构建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图景。

四 如何 “安置”组织性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与卢森堡之间曾就 “无产阶级政党究竟是依靠自发性还是依靠
组织性”展开过一场争论。尽管列宁与卢森堡都赞同以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在
“革命的原动力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卢森堡主张群众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主
体，是首创精神的发源地，而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仅限于正确地估价、评判和引导革命的发生。列
宁则主张，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正确指导，只具有革命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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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人民日报》20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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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群众应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领导。卢森堡与列宁之间的分歧，表面上体现为对无产阶级政
党的个别领导人、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群众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实质上则涉及一个更深层次
的理论问题，即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究竟是应崇尚自发性，还是应崇尚组织性。

卢森堡强调，群众的自由和公共生活是一切进步的源泉，强调集中与组织的全部实质是抹杀积

极的创造精神，这是一种毫无生气的 “看守”精神。她认为，如果群众长期处于一种被 “监管”

的状态，他们就不能发展出自己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对此，有学者指出，“自发性观念是罗莎·卢
森堡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它涉及到一系列复杂深刻的历史哲学问题，而且，在革命实践层面上，

它成为罗莎·卢森堡全部政治策略的理论支撑点”①。列宁在革命精神问题上高度称赞卢森堡，但
坚决反对卢森堡对自发性的过分倚重。列宁崇尚组织性，他主张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实施一种自上
而下的集中领导，提出要培养一支纪律严明的、纯洁的职业革命家队伍，并认为组织成员之间的充
分信任是比任何“民主制”都重要的东西。

我们知道，后来正是在列宁的建立于组织性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的统领下，“十月革命”取得
了胜利。事实表明，如果当年列宁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完全接受卢森堡的批评和采纳卢森堡的
观点，就没有“十月革命”的成功。卢森堡对自发性原则的坚持虽然体现了一种令人钦佩的精神，

但她的理论确实缺乏一种深察现实的谋略性。卢卡奇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一问题上他坚
定地站在列宁一边，并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专设一篇对此加以论述。

卢卡奇认为，在组织性问题上如果处于 “无意识”状态，肯定是“运动不成熟的象征”。在他
看来，卢森堡认为党的任务“不在于对群众罢工的技术性准备和指导，而首先在于对整个运动的
政治领导”，这并没有错，但关键在于，她“还必须再向前跨一步，从组织方面考察政治领导的问
题”，“就是说，她应该阐明那些使无产阶级的党能够进行政治领导的组织因素”，这就导致她反对
“对组织的过分强调”，而崇尚起自发性来了。② 卢卡奇强调指出，卢森堡的错误 “在于过高估计
过程的有机性质，过低估计有意识组织的重要性”③。他认为，“任何共产党按其本质都是比任何资
产阶级政党或机会主义工人政党更高类型的组织”④。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问题上的 “组织性”争论，实际上是对人类历史运动中 “组织性”所起作
用的意见分歧的缩影。卢森堡的理论观点反映了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样态，反映了包括工
人群众在内的一部分人的活动方式和思维惯性。列宁则立足于俄国自身的发展条件，揭示了整个资
本主义体系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腐朽性、国家垄断性和战争残酷性。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所采取
的自由市场经济形式，其本身就是一种由人的自发性驱动的经济运行模式，古典自由主义对政治力

量乃至一切组织性因素的排斥，是对这一经济基础的理论反映。

到了 20 世纪后半期，随着西方凯恩斯主义影响的逐渐消退，东方的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严重
受挫，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再次占据统治地位。这无疑再次深刻地影响了哲学理论的
转向，即再度把人的自发性视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力量。同时，在世界“左翼”阵营当中，

也产生了一种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代表人物拉克劳与墨菲把“自发性”概念视为一种
极具创造性的理论资源并作出了别具一格的解读———他们把“自发性”概念当作寻觅偶然性的“黄
金领地”。虽然这些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未真正恰当处理“自发性”与“组织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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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离不开对市场经济的引入，但中国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市场

经济模式，我们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 “市场经济”前加上 “社会主义”

这一限制词并非可有可无，它的重要性体现在确定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又突出了国家统

筹、控制和调节的重要性。这就是说，尽管我们看到了自发性对当今经济发展乃至对整个社会发展
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们又十分重视并努力发挥组织性的引领功能。因此，考察中国这些年突飞
猛进的发展成就，不能仅仅将其归因为激发了自发性动力源的结果，而应看到，正是实现了自发性

与组织性的有机结合，社会活力得以有序释放，社会创新能力得以整体提升，从而创造了中国奇

迹。总之，今天我们对自发性和组织性的把握，不仅需要在治国理政的实践行动方略层面进行，还
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对此进行 “安置”，进一步讲清、讲透自发性与组织性在哲学层面的意
涵和结合方式。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上，这是一次关涉全人类未来命运的

大转折。为了成功应对这一“大变局”，使我们栖居的世界顺利地于变局中开新局，进而克服现代
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创造一种新型人类文明形态，更需要我们处理好自发性与组织性之关系这一

关键问题。例如，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这种结合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再次得到了强有
力的证明。面对汹涌而来的新冠疫情，国内外舆论都在解读何以中国 “这边风景独好”。毫无疑
问，这份“成绩单”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即完美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中
国制度体系、中国社会治理的领导力和行动力，中国强大的组织性和动员力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
作用。事实证明，我们决不能像某些国家和人士那样从根深蒂固的自我优越感和意识形态偏见出
发，抽象地、片面地坚持个人自由和市场自发性。

需要强调的是，处于“大变局”中的世界仍然是不确定性主导下的世界，发展方向依然不明
朗。作为生息于世界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使其变成有序与活力兼具的世界。因此，人类的自发
性仍然隐含着强大的能量，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功能仍然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运行模式。与
此同时，组织性的功能也急需增强，国家的作用理应愈益凸显。在一国范围内，我们在实现社会的
有序治理，合理调节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智慧和方案; 但
在处理与化解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方面，则更加呼唤组织性力量的出场，以实施有效的组织与

整合。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已经形成且行之有效的、建立在组织性基础
上的社会整合机制，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挑战的巨大富源。但中国既 “不 ‘输入’外国
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 ‘复制’中国的做法”，而是要 “通过推动中国发
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① 关于发
展和社会整合机制的哲学智慧，就是这种分享工作的重要内容。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哲学
大智慧的高度“安置”好组织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能否 “安置”好组织性将决定整
个“大变局”的未来走向。

(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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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习近平: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 2017
年 12 月 1 日) 。



ABSTＲACTS OF MAIN ESSAYS

On the Necessity of Marxist Philosophical Wisdom:
Facing th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Chen Xueming

Marxist philosophical wisdom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us to face“th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re are four most important things for us to“place”at the moment． First，we must“place”
our agency，which means to clarify and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agency and necessity，
and to implement our agency on the basis of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historical objectivity behind“change”．
Second，we must“place”the struggle，which means to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effect of struggle in the era
of sameness，and search for its scientific and precise methods． Third，we must“place”the totality，which
means to understand the vast array of changing events within a global context，and fortify a solid vision of
community based on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Fourth and finally，we must“place”the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which means to make the mechanisms of social integration
effective for our society as we face the challenges of our time．

The Ori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

Zhong Huirong

The nature of Marxist philosophical theory involve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whether Marxist philosophy
can be understood as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Marx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 is the product of Marx and
Engels’s theoretical practice，as well as a specific form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dialect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validates the mutual verifiability between the theori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e insistence on the integrity of historical research results that Marxist philosophy
compris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content．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s the composition of
“practicality” drives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Marx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ir functions． To construct and develop a contemporary Marx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China，we need to clarify its epistemology，strengthen its methodology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with other
philosophies of history，and explore its axi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 and the world．

The Ｒotation of the“Copernican Ｒevolution”:
Adorno’s Critical Ｒeconstruction of Kant’s Philosophy of Subjectivity

Wang Fengcai Yang Xiaoxiao

Adorno forms the elements of his own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rough a critical reconstruction of Kant’s
philosophy of subjectivity． First，he critiques the subjectivist interpretation of Kant’s philosophy and
emphasizes the priority of the object by interpreting the non-identity of the object implied in thing-in-itself．
Second，Adorno critiques abstract subjectivity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at transfers abstract subjec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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